加强市、县级档案馆工作的创新举措
档案开放不仅是社会开放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综合档案馆开展档案利用服务的主要手段。1980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第21次会议做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重要决定，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明确提出：“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
根据档案法的规定及中央相关政策，上海市档案馆自1987年12月向社会开放了第一批档案，计64个全宗、近10万卷（册）历史档案。
上海市档案馆的档案开放鉴定工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开放的档案从单纯的历史档案逐步延伸到建国后档案，1987年开放的第一批历史档案以馆藏汪伪政权机构档案为主，以后逐步扩展到国民党政权、同业公会、企业和社会团体档案。199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外文档案出现在第三批开放档案目录中。从1994年第四批开放档案开始，大批量集中鉴定开放建国后档案。2004年10月第16批开放档案时，集中开放了23772张馆藏照片和图片。
回顾20年的档案开放历程，颇多值得回味和总结的地方。首先，档案开放的过程是档案馆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档案法》赋予了国家综合档案馆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的职责，上海市档案馆开放档案之时，正值上海编史修志工作进入高峰，而现在已经成为“显学”的上海史研究正方兴未艾，历史档案的开放不仅满足了学术界、史学界大量系统利用档案的需求，而且引起社会各界对原来秘而不宣的档案馆的广泛关注，这也是新闻媒体首次以大量篇幅报道档案工作的原因。当时正在大学读四年级的笔者也是第一次通过媒体了解到了档案馆，从此与“档案”两字结缘。迄今为止，上海市档案馆已经对社会开放了18批档案，累计开放达80余万卷。大量有价值档案的开放，使得上海市档案馆成为学术研究者的“天堂”，如今，每年来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开放档案的外国学者有1000多人。“上海学”的兴盛，档案开放功不可没。而更多的普通百姓通过查阅档案或寻找到先辈的足迹，或解决了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开放档案为依托，上海市档案馆还形成了一大批富有自己特色的编研产品和展览，扩大了档案的社会利用成效。
其次，就档案开放鉴定工作本身而言，档案开放的过程还是在鉴定工作实践中对档案开放标准逐步学习认识和深入领会掌握的过程，是鉴定工作的组织从简单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当年，工作人员对有“*匪”字样的旧政权档案能否开放心有余悸、争论不休，而现在档案鉴定的难点已经逐步转移到如何贯彻公开、开放原则，处理好公民的知情权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名誉权两者关系上。在鉴定工作的组织上，上海市档案馆逐步建立健全了“三审”制度，即由鉴定责任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初审，继而由鉴定责任部门组织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对初审结果进行二审，然后由馆鉴定委员会进行三审，最终经馆长批准向社会开放。“三审”工作均采取查看档案原件的“直接鉴定法”进行，每一“审”之间都有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以确保控制和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均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最后，档案开放可以促进档案馆其他工作的开展。从源头上讲，按照《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要求档案移交单位在移交档案时必须出具档案解密函，同时明确表明哪些档案年满30年后也不能对外开放。征集进馆的档案也必须由捐赠人明确利用条件。现在，档案移交单位出具解密函已经成为档案接收进馆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它也是开展鉴定划控工作的重要依据，既促进了档案鉴定工作的健康开展，也使档案接收工作更加规范化。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必须具备比较完善的检索体系，以前是书本式的案卷目录和各类检索卡片，现在则更多地使用各类机读目录。目前，利用者可以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的查阅“窗口”及上海档案信息网查阅检索全部开放档案的案卷目录信息，外滩新馆还提供近65万条开放档案的文件级目录数据。另外，开放档案的实体也应完整，防止有脱落、残破等现象的发生。除了按传统的做法进行修复等处理外,近年来，上海市档案馆还加快了档案数字化的进程。目前，查阅“窗口”已经可以提供近30万份的档案案卷和文件全文数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档案馆在进行档案开放鉴定工作时，也遇到了相当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1. 如何掌握鉴定标准
1991年9月27日由国家档案局和国家保密局联合颁发的《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是档案开放鉴定工作的主要依据，它明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满30年的已解密的档案和未定密级的其他档案应控制使用的20项内容。然而鉴定工作第一线的同志普遍反映该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面对纷繁复杂的档案，鉴定工作人员多少有点难以适从。
从鉴定工作实践看，在省一级国家综合档案馆中，真正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并不是很多，这部分内容已经不构成鉴定工作的难点。而在建国后档案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存在大量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档案材料，而这些档案又与“人”的因素混杂在一起，使得档案中存在大量涉及个人名誉及隐私的材料。而在《暂行规定》中，有关个人名誉和隐私的条款描述较其他方面更为原则，确实令人难以掌握。针对这种情况，惯常的做法是根据国家已有的规定，再结合本单位馆藏实际制定比国家规定更为具体的细则，作为本单位鉴定工作依据。但笔者认为，即使单位自行制定的细则再完备，也不能涵盖内容极为丰富的所有档案。因此更倾向于根据档案鉴定划控工作实际，采取“案例”的方法，以作为鉴定工作的指导，即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分析和研究鉴定过程中遇到的典型案例，编写若干“划控工作实例”，便于鉴定工作人员掌握。这种方法可以充分发挥鉴定工作人员的参与性与主动性，不仅可以使枯燥的条文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启发性，而且有利于鉴定工作人员尽快掌握抽象的规则，并能灵活运用，举一反三达到理想的效果。
2. 重视政务公开给档案鉴定工作带来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倡导政务公开，到现在，各级政府已经把政务公开作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公开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公开重大决策、办事程序和办事结果，公开公共信息资源等几个方面。政务公开的主要内容是政务信息的公开，而政务信息的主要存在形式是已公开现行文件或未到进馆年限的档案。这样就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些在政务活动中产生的文件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中可以实时公开，但相类似的几年前的文件到了档案馆却不能公开，更有甚者，即使是在政务公开中已经开放的文件，当它进入档案馆成为档案后，却面临因为不满30年而不能开放的窘境。虽然《档案法》第19条规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0条规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但政务公开的范围又岂是简单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可以概括的。实际上在提供利用过程中档案馆已经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看来修改《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是必须的。但在法律法规修改前，档案部门也不能等闲视之。近年来，上海市档案馆在服务实践中开始针对特定权利人（利用者）有条件、依申请提供利用未开放档案，尝试与政务公开相衔接。目前，还仅限于向特定权利人提供与其切身利益（如工资、户口、奖励、学籍等）相关的档案，但已经取得较好的利用效果。
3. 重视档案数字化给鉴定工作带来的影响
数字化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在档案鉴定中也是如此。以往按照传统的立卷习惯，我们都是以“卷”为单位进行鉴定的，因而常常一个案卷仅有1～2份文件不能开放，却因为“卷”的原因导致整卷档案不能开放。档案的全文数字化使得按“件”进行鉴定和开放成为可能。在数字化条件下，档案馆完全可以对已经数字化的档案按“件”进行鉴定，使得档案能够摆脱传统立卷方法的束缚，极大地提高档案的实际开放率和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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